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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吴国桢案与孙立人案
前后蒋介石之心路

冯　琳

内容提要　国民党撤退台湾之际，为取悦美国，蒋介石重用吴国桢、孙立人，但对其缺乏充
分信任。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美台关系在形式上更为稳固，而蒋美之间的某些矛盾在暗中发
酵。在台湾政治经济基础初定之下，蒋对美援患得患失心态渐有改变，亦不愿对吴、孙继

续容忍下去。吴与孙的失势意味着威权体制的强化，同时也是美蒋矛盾的体现，是蒋介石

对美国底线的试探。台美并非单方面的需要关系，美国不能放弃台湾。在这场博弈中，尽

管蒋最终成为胜者，但两案毕竟关涉重大，此间，蒋曾经历艰难心路。

关键词　蒋介石　吴国桢　孙立人　台湾　美国

关于吴国桢事件与孙立人事件，论者不少。如《台湾三十年》（茅家琦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认为，两事件是新形势下国民党内权力再分配的结果，蒋介石在克服危机后，要过
河拆桥，专意扶植蒋经国；同时也是国民党内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者对蒋介石独裁专制不满的

反映。大陆学界一般认同这一观点。曾任孙立人随从秘书的沈克勤在台湾出版了《孙立人

传》（学生书局１９９８年版），对孙案有相应记述，并将孙案相关文件及其他有关孙立人的资料
送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收藏。台北中研院朱縥源曾对孙案深入论证并进行访谈，发表过不

少成果，他认为孙立人并未谋叛，其部属郭廷亮亦非“匪谍”。① 对于两事件过程，学界有过许多描

述，特别是关于孙案，已有论著呈现纷繁迷离之态，但对蒋介石处理两案过程中的具体考量尚无

研究。

一、吴案与孙案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国民党败退台湾。美国欲弃蒋保台，看好孙立人、吴国桢。吴与孙原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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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縥源有关论著如：《官方档案与历史真相———孙立人叛乱档研析》，“中华民国史专题第四届讨论会”秘书处编《中华民

国史专题第四届讨论会———民国以来的史料与史学》，台北，“国史馆”１９９８年版；《孙立人与高雄“郭廷亮匪谍案”真相》（与沈克
勤合著），黄俊杰编《高雄历史与文化论集》第４辑，高雄，财团法人陈中和翁慈善基金会１９９７年版；《再论孙立人与郭廷亮“匪谍”
案》，《戒严时期政治案件之法律与历史探讨》，台北，财团法人补偿基金会２００１年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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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为蒋看重①，为获美国支持与援助，蒋介石投其所好，将二人委以要位，任命孙为“台湾防卫总司

令部总司令”，随后升任“陆军总司令”，吴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仅数年后，吴案与孙案先后发生。

由于任职不愉快且受到无形胁迫，１９５３年３月，吴国桢提出病辞。蒋介石面慰，准养病一月后
再定。② ４月，蒋批准辞呈。５月２４日，吴携妻赴美③，其父和幼子被迫滞台。１９５４年１月，报界盛
传王世杰去职与吴有关，要求吴尽速返台。吴拒绝回台，并要求辟谣。因得不到答复，吴欲在台湾

登报澄清，未能如愿，于是开始通过美国媒体向国民党发难。

１９５４年３月，台湾“行政院”呈文称：吴国桢“藉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二月以来，竟连
续散播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攻复国大计，拟请予撤职处分”。并

言，“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

３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检讨“用人不当”，指示中央“彻底检讨，研究改
进”。中常会认为吴在美发表荒谬言论，肆意诋毁党与“政府”，触犯党章第七十一条第一、五两款。

决议：“吴国桢开除党籍，并交从政主管同志依法查办。”同日，蒋发布“总统令”，称吴国桢“背叛国

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

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

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④台湾当局要求美国引渡吴回台，遭拒绝。

１９５５年６月初，蒋准备在台南屏东阅兵。５月２８日，蒋获情报说孙立人欲借阅兵发动兵变。⑤

６月６日，“总统府”卫队在阅兵前抵达校阅广场警戒，并检查现场。原定参加检阅部队被重新整
编，阅兵时间被推迟，两栖作战演习亦被取消。当局称孙的老部下郭廷亮、江云锦等预谋在屏东阅

兵时配发实弹，发动“兵谏”，因预谋不慎而被告发。台湾保安机构逮捕了郭廷亮等一百多名官兵，

孙随后被监管侦讯。

８月３日，台湾报刊登出孙立人的“辞职书”，说郭廷亮“利用职之关系肆行阴谋。陷职入罪，职
竟未警觉，实为异常疏忽，大亏职责”。对“兵谏”问题，孙称：“两年前鉴于部队下级干部与士兵中，

因反攻有待，表示抑郁者，为要好心切，曾指示督训组江云锦等于工作之便，从侧面联络疏导，运用

彼等多属同学友好关系，互相策勉，加强团结，以期领导为国效忠。原属积极之动机。不意诲导无

方，竟至变质。该江云锦等不但有形成小组织之嫌，且甚至演成不法之举动。推源究根，实由职愚

昧糊涂，知人不明，几至贻误国家，百身莫赎。”孙立人自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⑥ ２０日，蒋介石
以“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共谍”、“密谋犯上”的罪名，革除孙“总统府参军长”职务。又指定

陈诚、吴忠信、许世英、俞鸿钧、何应钦、黄少谷、俞大维、王云五、王宠惠等九人组成孙立人案调查委

员会，进行审查。１０月，调查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主犯是“共谍”郭廷亮，孙对“共谍”失察，客观
上被敌利用。２０日，“中央社”电台播放全文。同日，蒋介石出具手令，说孙立人“久历戎行，抗战
有功，且于该案发觉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兹特准于自新。毋庸另行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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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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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曾为蒋私人秘书，为蒋信任，几度出任重要省市长官。孙立人曾在抗战时立下赫赫战功，并为蒋介石在台湾训练军队，

蒋对孙有一定的信任基础，对其才能有一定认可。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３年３月４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ＫＣＷｕＦｏｒＵＳ，”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Ｍａｙ２５，１９５３，ｐ１６．
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九○、九三次会议纪录，ＲｕａｎＹｉｃｈｅｎｇ，Ｈｏｏｖ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２００７Ｃ４９—

１４１０３／０４。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５年５月２８日。
汪泗淇、戴健、钱铭：《孙立人传》，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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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蒋随即软禁孙立人，将其部属亲信调离军职或查办，受牵连者达

３３６人。①

二、案前种种之因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吴案与孙案引起不小震动，拨开历史迷雾，我们发现它们的发生并非突如
其来。

（一）福兮祸兮：吴、孙之美国背景

吴案与孙案之所以备受关注，不只是因为二人为台湾当局高官。他们的美国背景亦使两事件

具有别样的意味。

孙立人与吴国桢是当时美国寄予期望的两个人。１９４９年１１月，美方建议：吴国桢接任台湾省
主席，孙立人统率台湾军事，蒋介石清除累赘的政府组织，并除去旧式军人与政客干扰。② 在某种

程度上，“托美国之福”，吴国桢成为退台后第一任“台湾省主席”，孙立人成为“陆军总司令”。

１９４９年９月，美国国家安全会议曾有附条件提供美援之议。在此前后，美国抛出“台湾地位未
定论”和由联合国“托管”台湾之说，还曾多次研究直接出兵占领台湾的可行性。但以艾奇逊（Ｄｅａｎ
ＧｏｏｄｅｒｈａｍＡｃｈｅｓｏｎ）为首的国务院认为，此举“政治上代价太大，不值得”。③ 在中国大变动的时
代，应以观望态度“等待尘埃落定”，与蒋介石政权拉开距离以确保行动自由。这样，尽管１２月吴
国桢被委以要职，因美国国防部与杜鲁门（ＨａｒｒｙＳＴｒｕｍａｎ）总统的援台计划为国务院反对，美援并
未到来。

１９５０年初，美国官方态度欲将台湾排除在远东防御体系之外④，但蒋介石在感到压力的同时，
深信美国不会真正放手，自记：“艾其逊之政策在最近期内如不改变，则其政治必失败无疑。”⑤不

久，美国的摇摆政策在朝鲜战争的炮火中宣告终结。蒋与杜鲁门仍需继续打交道，但二人之间存有

芥蒂。在杜鲁门任上，蒋始终小心提防美国对台疏远。⑥ 对于美国欣赏的吴与孙，蒋只得继续施以

包容。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共和党艾森豪威尔（ＤｗｉｇｈｔＤａｖｉｄＥｉｓｅｎｈｏｗｅｒ）当选下届美国总统，蒋介石顿有扬
眉吐气之感。虽然此后在具体问题上蒋对共和党也有不满之处，但至少在１９５３年艾森豪威尔取代
杜鲁门之初，蒋心情大悦，认为共和党政策坚定⑦，将会积极支持台湾。在此心境之下，长期以来蒋

碍于美国而压抑着的对吴、孙的不满情绪也开始释放。

１９５３年２月，艾森豪威尔任命蓝钦（ＫａｒｌＬＲａｎｋｉｎ）为首位驻台“大使”，４月，蓝钦呈递“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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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育嘉：《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审判结果之研究———就已知二百二十个案件的分析》，南投，《台湾文献》第５６卷第
２期，２００５年６月，第３４４页。

吴昆财：《１９４９年的台湾：以〈美国外交文件〉（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为论述主轴》，台湾，《中华人文社会学
报》第２期，２００５年３月，第３３页。

资中筠：《历史的考验———新中国诞生前后美国的对台政策》，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

１辑，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５９页。
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Ｎｅｗ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Ｊａｎｕａｒｙ５，１９５０，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Ｐａｐ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ｅ，１９６５），ｐ１１．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９卷，１９５０年１月５日，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０页。
“杜鲁门并无一定之主张，难免他日不为彼艾（艾奇逊）所动摇，故危险仍在也。”《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０年６月反

省录。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８日。蒋在１９５３年１月３１日上星期反省录中称：“月杪杜勒斯所发表之外交宣言，
直称俄国为美国之敌人，毫不顾忌，更可知美国共和党新政府之政策积极而坚决，不能再有退缩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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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松了口气，感叹“四年之苦斗与忍辱”终有结果，认为“从此国际地位亦将逐渐恢复”。亦在同日，他

决心撤换吴国桢，改组“省政府”。① 其日记中透露这样的讯息：蒋撤换吴国桢与改组“政府”的想法由

来已久，只是此前碍于美国态度尚未明确而不得不忍耐，美国的“尘埃落定”让他终于可以不必容忍。

美国对吴的支持，其实早就引起蒋之不满。１９５０年，因为蒋提出的“财政部长”人选不能与“省
政府”合作，吴要求自兼部长。美使馆亦间接表示支持吴。蒋介石认为吴多半受美国在台使馆人

员的影响。蒋告诉吴，名单已定，且已提常会，不能改动。最终虽仍依蒋意通过原定名单，但蒋介石

“心滋不快”。到１９５４年４月，令蒋更加恼怒的是，蓝钦刚走马上任，就关注到吴国桢之事，曾与王
世杰、叶公超就此事进行沟通，认为应妥善处理，以免“美友之不良推测”。４月７日，蒋在日记中流
露出对此之不满，决定展期约见蓝钦，免其“干预人事之嫌”。８日，报界传出蒋介石接受吴国桢辞
呈，拟以俞鸿钧代之。９日，蓝钦与陈诚交谈，其意与王、叶所谈相同，望与吴国桢留一余地，以免美
对其友好者误解。虽蓝钦说不以大使地位说话，陈诚等人也说他出于善意，但蒋仍认为其“启干预

人事之端”，决定批准吴国桢辞呈，以免夜长梦多。② 美国人的出面求情，反加速蒋下定决心。

关于吴案的研究，一般认为吴国桢去美之初，碍于儿子滞留台湾成为人质，并未有任何对台湾

不利的言论。③ 依照这样的说法，似有一疑点，既然吴已去美，且并未有对台湾不利的评价，那么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因何传出吴国桢涉嫌非法套取巨额外汇的流言？１９５４年１月受国民党资助的《民气
日报》又因何有《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的社论？蒋介石为何对已去职而对自己并无异议的下属还

要穷追不舍？其实，１９５４年２月之前，吴虽未借媒体大张旗鼓攻击台湾政治，但在其与美国友人的
接触中，“台湾不民主”的看法早有流露，在蒋看来，吴国桢对台湾当局的不认同在美国人士中间产

生了一定影响。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６日，蒋介石宴请美参议员史密斯（ＩａｎＤｏｕｇｌａｓＳｍｉｔｈ），席间史密斯谈
到对台湾政治的意见，以为台湾当局不民主。蒋以为“彼受吴国桢影响已深”，感叹“美国之士之先

入为主，认吴为天下之第一等人才，而不知其欺骗美国人多少事也”。④ 随后王世杰案发生。王跟

随蒋多年，屡任要职，时任“总统府秘书长”，１１月间突遭免职，并未言具体原因。学界认为王世杰
被免职与吴国桢有关，并认为系蒋介石打击政学系之举。⑤ 王案在当时引起诸多猜测，以致国民党

中央特意强调：“本案是单纯整饬纪纲调免人事而已，并无其他政治因素在内，希党内同志不要迷

惑于外电的误传和社会的谣言。”至于他免职的原因，能不能公布，或在怎样的时机才能公布，须慎

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⑥ 蒋在日记中，既未写明王世杰案与吴国桢的关联，亦未详细写出对王世

杰做如此严重处理的理由，开始时仅称自己对王的“不尽职守蒙混舞弊”如何痛愤，后来，曾偶然提

到，“此次免职为余政策上有冲突，彼乃反对余反美之政策也”。⑦ 确实，从“反美”之意看，两者是

有关联的。处理吴是“反美”，处理王也是“反美”。蒋对下属“痛愤”之意的表达是常有之事，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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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３年４月４日上星期反省录。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１日，１９５３年４月７日、９日。另参“ＫＣＷｕＲｅｓｉｇｎｓ，”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

Ａｐｒ９，１９５３，ｐ１。
如李松林《晚年蒋介石》，九州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６６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７日。
如何明主编《国民党四十三位战犯的最后结局》（上），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０８页。另外，黄嘉树认为政学系对

国民党退台后的各类改造不满，因而遭到排斥。在吴国桢事件前后，政学系其他主要成员如王世杰等也遭免职等处分，政学系虽

仍有张群等个别元老未倒，但离决策中心却越来越远，长期活跃于国民党政坛的政学系“无形无感”地消失了。（黄嘉树：《国民党

在台湾（１９４５—１９８８）》，南海出版公司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０５—２１８页）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第六七次会议纪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ＧｕｏＭｉｎＤａｎｇ，７４，

Ｒｅｅｌ５。下同。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７日、２１日上星期反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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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次都会给予免职处分，何况是追随自己多年的心腹之人。蒋介石离不开美国支持，但蒋与美之

间在为共同利益所绑定的同时，也暗中进行着博弈。即便在美台最亲密的时期，蒋也会在日记中时

而流露对美国某些做法的不满。１９５３年刚上台的美国共和党对台政策更为坚定，此时却也是蒋介
石开始释放“反美”情绪的时候。虽然蒋对美的不满更多来自于阻止其反攻之类的“大事”，但不可

否认，吴国桢在美友面前对台湾民主的微词也是触发蒋抵触情绪的具体原因。

据陈诚回忆，王世杰去职后，吴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他苛取巨额外汇，并与王去职有关。为证

其清白，吴函请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转呈蒋介石彻查，复又迫不及待地要在台北各报刊登澄清之

启事，因未得及时登载，而开始大发“叛国谬论”。①

同吴国桢情形类似，孙立人与美国的亲密关系也令蒋介石感觉如芒刺在背。而美国反对军中

政工、希望蒋撤销政治部、让孙掌握全部军权，则是蒋孙矛盾的最大关节。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曾撤销政工，但几年后又把将领变节、士兵离心和大失败归为取消政工所

致。退台后，蒋介石在台湾军中重建政治部，并让蒋经国负责此事。孙立人在此问题上不是很配

合，且曾将不满流露于美友之前。蒋介石既要抵制美国的干涉，推行带有秘密色彩的政治工作，又

很忌讳孙“泄露机密”与“告洋状”。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６日，蒋自记：“严戒孙立人阳奉阴违及招奸泄机
各种不法行动，如其不改则不用他之意，明告之，姑视其果否悔改耳。”１９５１年初，蒋又在日记中称，
孙“几无东方军人之品格”，“不惟希冀挟外自重，而且密告内部之事，原定心迹乃为讨好外国而其

影响则无异诋毁政府诬陷上官，其害所至将致卖国亡身而有余”。表示要防制“孙（立人）毛（邦

初）等勾结外力要胁上官”。② 蒋似乎在脑中形成孙立人爱“告洋状”的惯性思维，一旦有军中机密

泄露于美方，他很容易认为是孙所为。③ 在蒋心目中，孙立人甚至成为将领中的反面典型。美国顾

问来后，蒋准备再次告诫孙“毋依赖，毋骄矜，勿作挟外自重”，并通告各主官“不作越分亲外自贱以

能交接外人自豪，应要自力更生”。④

美国不认同在军中建立政治部之“苏派”做法，且在与台湾当局的交往中，不时有这样的意向

表达：希望撤销政治部，将军权交孙立人。对于此点，蒋很警惕，结果，美国非但未能帮孙拿到统率

军队之权，反增添了蒋介石的戒心。１９５１年１月，孙立人表示辞职之意。２５日，蒋认为孙“行态似
有愤愤不平之心”，想以辞职相胁，其意是要获得国民党全部军队的指挥权，感叹孙“太不自量”，

“仅藉美国之感情保护而不知其本人之才德如何”。２９日，蒋打算向孙表明他的才品声望皆不能作
“反攻总司令”。９月，台湾六十七师整编完成，开始美式训练。随着美国军事顾问团对台湾军队事
务的更深介入，美对台的控制“日紧一日”。蒋对美做出让步，允许其参与军事预算，而美并不知

足，仍提出撤销政治部、军权全交孙立人的要求。蒋介石很是气愤，表示别的都可协商，唯独撤销政

工与孙统掌军权这一关涉“存亡”之事不能商量。⑤

孙立人与美人交好，交友范围不局限于军方，这一点亦让蒋感到恼怒。１９５３年７月，蒋听说孙立人
宴请外国教授与不相干之军人，斥孙“荒荡狂妄”，“非严教切戒不可”，并为此“心绪又不能安定”。⑥

艾森豪威尔就任后，表现出对台湾更多的亲近。１９５４年他在新年国情咨文远东部分中，除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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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陈诚：《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６９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６日，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９日、２月３日、３月９日、３月１０日上星期反省录。
如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８日蒋介石日记：“据（周）至柔报称，蔡斯面质其石牌高级班由日本教官秘密训练，认为对其日员不再作

训练工作之诺言背信，并言我国陆军方面亦甚表不满云。此当为立人方面对美军顾问供给消息，其藉外自重乃如此乎。”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９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１日、２５日、２９日、９月３０日上月反省录。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３年７月８日。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越二战区以外，独提“中华民国”之军事、经济援助，蒋对美援信心倍增，以为美国之民意与舆论有

利于对台援助。在此情况下，虽然蒋介石为防孙的恼羞成怒而对其“傲慢无视”耐而不较，仍“期其

自反自改”，但耐心是越来越少了。他决定在警告孙的同时，亦警告美顾问“勿鼓励中国军官违法

玩命者……须知其不忠于本国者必不能忠于友邦者，结果徒为其自累而已。”①

此时，蒋介石对孙立人的任用问题做出判断，认为若如美国所愿，任用孙为参谋总长，则美方会

心情愉快，但美援决不会因此增加；孙本来就“对上阳奉阴违，有恃无恐”，若再重用，则其气势更

盛，对内影响恶劣，且会弄权自用，派系更大，“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这样，不但“复国”前途无

望，而且“政府重心亦将动摇”。若将其架空，用为参军长，使其“无权可弄，无势可恃”，则可敷衍美

国，惩戒孙本人，让其明白“决不能恃外势以维持其地位”。蒋决定调孙任有名无权之职位，“使之

彻悟以转移其心理，一面再令其在左右学习训练，或可有成全之望”。蒋以为“与其养痈遗患，将有

不可收拾之一日，则不如毅然断臂，早为自立之计”。即使美援受此影响，亦不能顾及。“与其受外

援而动摇国本，则此外援无非饮鸩止渴，何足为虑”。况且，以目前美国内外情势，“决不以孙之关

系而减少其援华之方针”。因此，１９５４年６月，蒋不顾美方意见，任用桂永清为参谋总长。在美援
大局稳定后，蒋决定在“陆军孙立人军阀形成之初期，乃决操刀一割，以绝后患”。②

为获美援，蒋介石重用亲美派，表面实行民主，但骨子里，蒋并不十分认同民主自由。③ 在美国

对台政策尘埃落定，美援纷至沓来，“大使级外交”亦开始实施的过程中，蒋介石逐渐失去对吴国

桢、孙立人的忍耐力。加重吴、孙身价的砝码———美国背景，亦日渐变为促使其被排斥的负累。

１９５４年前后，蒋介石逐渐做出判断，美援大局已定，美国不会因为一两个官员的用与舍而增加或中
止对台湾的援助，不必再对吴与孙继续容忍。

（二）人际与个人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台湾实行的是“法治”形式下的威权专制。在这样的社会，官场中的人际关系是个
微妙而重要的问题。吴与孙处理这方面问题都不老练，他们在官场，尤其是在蒋身边不能如鱼得水。

吴国桢与“太子”蒋经国的矛盾由来已久。不但有吴任上海市长时的“打虎”风波，还有１９５０
年逮捕王哲甫事件等，这些在先行研究中已有较多介绍。④ 退台后的几年中，吴国桢因不赞同蒋经

国、彭孟缉在执行情治与保安工作时的做法，多次提出抗议或辞职意向。

吴与“行政院长”陈诚的矛盾也很深。吴国桢称，在总理纪念周，陈诚指责吴国桢用欺诈手段

获得“省主席”职位，即在美国掀起个人宣传，以自己能带来美援欺骗“政府”。这令吴国桢怒不可

遏，从此不论制订什么计划都不同陈诚商量。⑤ 而据陈诚所述，当时对于吴，自己是仁至义尽。吴

接任省主席时，曾引起社会上种种疑虑，大有“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之势。“参议会”为厅长与省委

人选，竟曾罢会。陈诚从中调解，但不知为何反引起吴的误会。⑥

１９５０年３月，蒋介石“复职”，首先要解决的是“行政院”改组。阎锡山去意已决，蒋选中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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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４年１月９日、９日上星期反省录、１１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４年６月３１日杂录、１９５４年７月３日。
蒋介石曾有这样一段话：“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民主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

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民主战线胜利而我在民主阵线中

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也，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要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

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如孙宅巍《对台湾吴国桢事件的思考》，《学海》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８４—８５页。
〔美〕裴斐（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Ｐｅｆｆｅｒ）、韦慕庭（Ｃ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ｌｂｕｒ）访问整理，吴修垣译：《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１９４６—１９５３

年）———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３１页。
陈诚：《陈诚回忆录》，第７３—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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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忠诚又任劳任怨的陈诚。拟任用陈诚出任“行政院院长”时，吴国桢坚求辞职。蒋素知陈吴二

人矛盾，认为是“意中事”，但当时美国对台仍只是尽量隔离的态度，台湾混乱动荡，蒋需要吴争取

美援，亦需要陈披荆斩棘，这时惟有尽力使二人合作。因此蒋“恳慰”吴，设法使之安心，并邀吴国

桢夫妇聚餐，“劝告其强勉忍耐，与陈合作”。① 陈诚也认为“国家到了今日的地步”，惟有“不惜任

何代价”使吴留任并兼任“政务委员”。于是吴陈勉强共事，但终未能相处愉快。据陈诚回忆，吴国桢

主台，有恃无恐，为所欲为，而自己恐被指为小气，对他尤为容忍，不料却助长了吴的骄横之气。② 有

研究者指出，吴国桢在实力、权位、资望等方面都逊于陈诚，虽然在外有美国人撑腰，在内却相对弱

势，但吴却做得非常强势和张扬，蒋吴决裂是迟早的事。③

在人际关系方面，孙立人也不圆通。

政工问题是孙与蒋氏父子产生矛盾的一个症结。１９５０年５月１日，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
部”主任，在军队推行政治工作。军队中设政治军官原是师俄的产物，１９４５年，军队国家化的呼声
越来越高，国民党乃取消军队党部。大陆失败之时，国民党将部分原因归咎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放

弃。“复职”后的次月，在蒋介石支持下，“国防部”４月１日公布《国军政治工作纲领》，恢复军中政
工。④ 但政治部人员在军队落脚之初，就遭到孙的拒绝。蒋氏父子为此事曾有讨论。⑤

另一个节点是“匪谍”问题。蒋经国主掌情治，抓捕“匪谍”，曾被孙立人干涉。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２
日，蒋经国告诉蒋介石，说孙包庇“共匪女谍”王氏姊妹，不肯遵令解缴。蒋介石闻之，“心怀不平，

颇愤激”。４月１７日，蒋认为王氏姊妹实有重大嫌疑，而她们与孙关系深切，“可骇”。６、７月间，情
治部门又在孙部发现“匪谍重案”，认为李鸿、彭克立等人受共产党指使来包围孙立人，以便响应攻

台，蒋感叹孙“野〔夜〕郎自大粗浅糊涂，不知如何结果矣”。１９５４年蒋介石决定架空孙立人时，曾
对其有一综合评价，认为“其性拖拉呆滞，好听细言，私植派系，用人复杂，心无主旨，受人愚弄，间

接已受共产包围，环境险恶，对上阳奉阴违，有恃无恐，若再重用其掌握兵权，则后患难除”。⑥

孙立人与“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也有矛盾。１９５３年１１月底，在“国防部”军务会报中二人
冲突。事后，孙被蒋介石训诫，理由为“恃外凌上”，说这是“最卑劣之人格”，并举二事为证，证明孙

之“目中无人”，令孙向周至柔认错解释。⑦ 孙之行为似乎时常被蒋与“恃外”二字相关联，不管孙

是否真是出于“有恃无恐”的动机。

由于人际关系不佳，“美国人撑腰”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吴与孙在国民党集团的“立身之本”，而

这个“立身之本”其实并不牢靠。

在蒋看来，傲慢、固执是吴与孙的共同点。有美国支持本不是坏事———若他们能表现出对“领

袖”的顺服和忠心。台湾需要美国，而吴与孙其实也都有其过人之处。⑧ 因此，蒋介石其实给过吴

与孙“反省改过”的机会，但他们并未变成蒋所希望的样子。

据吴称，蒋介石曾欲使吴国桢与蒋经国修好，让黄伯度带话给吴的岳父，若吴愿与蒋经国合作，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７日、３月６日。
陈诚：《陈诚回忆录》，第７４、２６９页。
左双文：《退台初期国民党高层人事纠纷几桩个案的再解读———侧重从陈诚的角度》，《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

１５２页。
唐振楚编：《总裁办公室工作纪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非常委员会及总

裁办公室资料汇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８６—２８８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０年５月１２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２日、４月１７日、７月７日、７月２８日，１９５４年６月３１日杂录。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日。
陈诚对吴国桢虽有成见，亦承认吴“并非庸才”，在“行政院”会议中，其意见常受到重视。见陈诚《陈诚回忆录》，第２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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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能取代陈诚执掌“行政院”，同时兼管“省政府”。蒋介石并以１万美金资助吴国桢大儿子赴美留
学。但吴并未因此改变态度，依然将蒋经国手下非法抓到的人释放。①

组阁之时，吴国桢不接受蒋介石提出的“部长”人选，在蒋表示无法变更时，他仍坚持己见，令

蒋十分不悦。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年，情况更甚。１９５３年蒋介石认为吴国桢骄矜，“无革命与领袖之信心在
其脑中”。４月，蒋准备更换吴时，吴未有妥协服软之意。１１日，蒋介石决定批准吴国桢辞职，理由
是吴国桢藉美声援，有恃无恐，骄矜孤僻，“对余亦不在心目”。可见，吴对蒋的态度是蒋决计撤换

吴的重要原因。蒋希望下属对自己诚服，而吴没有做到。加上蓝钦对处理吴国桢之事的干涉，蒋认

定吴是依恃美国、自抬身价。蒋希望他能悔悟，若能“痛改前非”，“则其才仍可用也”。直到１９５４
年２月，蒋介石还有疏导、劝慰之言，自记“国桢言行渐近于威胁与越轨，态度仍应导之以理，使之
觉悟复常，由晓峰（张其昀）代为劝慰之”。②

蒋介石对于自由主义并非完全缺乏容忍。出于政治家的精明与迎合舆论的需要，蒋在一些方

面也表现出了“领袖的大度”，譬如对胡适的态度。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蒋介石在日记中痛骂胡适与在
公开场合下对胡的礼遇对比鲜明。有文章曾分析“强者”与“智者”如何怀揣不满携手共进的微妙

关系。③ 如果说蒋掩饰内心真实想法对胡适施以克制与忍让，体现了他对学者的某种包容，那么似

乎不能简单地说因为蒋介石的“心胸狭窄，不能见谅于吴国桢，使吴成了蒋氏父子权力重新组合下

的牺牲品”。④ 吴国桢本人不能做到胡适的“圆通”，也是造成蒋“小器”的原因之一。

同样，孙立人的失势也与性格有关。蓝钦对他的评价是忠诚，但有些“欠谨慎与幼稚”。顾维

钧也有一致看法。关于孙案，顾维钧认为孙并非出于“不忠”，而多半是不小心或“可能有几分不自

觉的放纵”。顾曾与孙谈话，劝他说话时应稍加谨慎和注意，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和重视他的

观点和态度。但孙没有改变，仍保持坦率。⑤

退台后，孙立人不太注意掩饰异见。在军训班讲课时他公开主张“军队国家化”，这与蒋的想

法是不一致的。在高级军事会议上，孙公开指出上级遥控是军事失败的关键，听者自然想到是指蒋

越级指挥。⑥ 在威权时代，孙立人是少有的敢于说真话的高官。而这些真言无疑是逆耳的。

孙立人西方式的率直与敢言，成就了他在美国友人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却开罪了蒋氏亲信。有

研究者指出，蒋氏父子通过制造“郭廷亮匪谍案”、“屏东兵变案”，消除异己，同时也平息了自己的

亲信长期对孙的不满情绪。⑦

三、蒋介石在两案期间的心态与应对

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对吴国桢与孙立人两案的想法，有时自己需要陈列理由，反复考量，

足见两案关涉重大。

（一）应对吴国桢案

１９５３年３月，吴国桢提出病辞，蒋虽也有慰留，但随后便在日记中发泄情绪，写道：“吴国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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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斐、韦慕庭访问整理：《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１９４６—１９５３年）》，第１５４—１５８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１日，１９５３年４月１１日，１９５４年２月６日。早在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５日，蒋介石便记曰，

吴国桢“对余信所言虽勉强顺从，但并非诚悦，人才最重要者为顺理识体而不倚外自重也”。

参见陈红民、段智峰《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李松林：《晚年蒋介石》，第１６８页。
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第５７４—５７５页。
陈存恭访问，万丽鹃等纪录：《孙立人案相关人物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２页。
汪泗淇、戴健、钱铭：《孙立人传》，第２７４页。



冯琳 ／试论吴国桢案与孙立人案前后蒋介石之心路

不能诚矣，其玩弄手段至此，殊所不料。余以精诚待彼，而彼反以虚伪手段对余。”蒋认为吴骄矜虚

诈，只图个人利益，无视领袖①，明确表达了对吴的绝望之意。

４月４日，蒋在日记中写下美国新大使呈递“国书”与决心撤换吴国桢、改组省政府之事。５
日，蒋开始追究吴此前抛售粮食之过。② 抛售粮食事无疑为“省主席”吴国桢所首肯，在决心撤换吴

的次日，蒋将此事所致恶果上升到与１９４７年宋子文私自动用改革币制基金致使法币崩溃一事等同
的程度，并在１６日的中常会指出，吴应对粮政失败负其责任。４月中旬新旧“省主席”交接，并未影
响美国对台态度，蒋介石对此很满意，以为这一情况“或国桢所不料及也”。事实上，美国对台援助

非但未因吴国桢卸任而减少，反而还有增加。３个月后，美国两院对台军援经费增加２０％，并另拨
总计排水量达５万吨之舰艇，“此属难能可贵特殊之举动”。③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６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 ＮＳＣ１４６／２号文件，指出保证台湾安全并免于被
共产主义渗透是美国远东防御的基本要素，建议继续向台湾提供援助。④ 据１１月２日蒋介石日
记，在此前后，副总统尼克松访台，而一些原本反蒋的美国报纸也忽然登载对蒋推崇之文章。这些

无疑确定了蒋的判断：去除身边亲美要员，不足以影响美国对台政策。

面对吴在美舆论攻势，蒋认为“吴国桢公开反动必欲损毁政府之险恶言行已经暴露”，应“设法

防止”，指出吴“辞职诟病之真因”是其在任期间因抛空公粮，无法维持军民之食等因，并不是因为

“政府”不民主而辞。⑤

此时，“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代表会议”正在召开，吴国桢于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７日致大会函，痛
陈台湾之弊：一党专政，军队之内有党组织与政治部，特务横行，人权无保障，言论不自由，思想控

制，并提出六点措施。⑥ 在蒋介石看来，吴以蒋氏父子为指责对象，视蒋为操纵“国大”之独裁集权

者。“国民大会”主席团决定对该函“一面严词痛斥，一面不予受理”。⑦

３月初，蒋介石认为若不从速惩治吴国桢，将来第二第三之吴国桢必相继续出。应立即以违法
乱纪罪撤职查办或准予辞职，至于任职期内之所有渎职事实，应交付行政人员惩戒委员会依法处

理，包括上海任内及交卸情况、操纵贸易有否混水摸鱼等，一并彻查。⑧

为更有力地还击，蒋介石一面令“保密局”调查吴国桢抛售黄金弊案，一面令“立法院”从民间

搜罗吴国桢贪污渎职证据。吴以前任职所为有疑点处被置于放大镜之下，不但“保密局”、“立法

院”等政府机构进行对吴的调查，党部内也进行着对吴的社会调查。⑨ ３月１７日，蒋发布“总统
令”，要对吴在省政府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依法彻查究办”。实际上，在此之前，对吴的调查已

经开始，且被调查的不只是吴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之事。任显群曾为吴国桢任内的“财政厅

厅长”。吴国桢赴美后，任显群也卸下公职。但因吴国桢事件牵连，遭情治单位跟监。“保密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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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３年３月７日上星期反省录、１１日。
吴国桢卸任前，批准抛售台湾存粮五万吨，造成粮荒。蒋介石认为“今日之存粮无异大陆法币之基金”，没有事先请示，是

为大错。《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３年４月５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３年４月１６日、４月１８日上星期反省录、８月１日上星期反省录。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ｌｉｃｙ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Ｎｏｖ６，１９５３，Ｇｌｅｎｎｏｎ，ＪｏｈｎＰ（ｅ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ＦＲＵＳ，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Ｖｏｌ１４，Ｐａｒｔ１（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ｅ，１９８５），ｐｐ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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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９日。
吴国桢手稿，黄卓群口述，刘永昌整理：《吴国桢传》下，台北，自由时报企业股份公司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５１—５５３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４年３月８日、１１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４年３月２日。
《党员社会调查报告对吴国桢案综合反映》，１９５４年３月，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ＧｕｏＭｉｎＤａｎｇ，７４ｒｅｅｌ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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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毛人凤与任显群谈话，任表示愿“制造”（蒋介石日记所用之词）吴国桢贪污案，将功赎罪。３月
１１日，毛人凤汇报谈话结果，蒋认为不可，令三日内，任显群与外汇部门将抛售黄金有关情事，从实
呈报。同时，“立法院院长”张道藩将台民对吴贪污证据交蒋介石呈阅。１３日，蒋介石召见吴任上
海市市长时的警察局长俞叔平，查问吴在沪谎报卅万口户口配米之事。蒋断定果有其事。１５日，
蒋介石分别约见李寿雍、周宏涛、彭孟缉、毛人凤等，询问是否有重要证据发现，结果令蒋失望。１７
日，中常会通过开除吴国桢党藉案，蒋介石“以用人不当，知人不明，深自引咎”。①

在发布查办吴国桢的“总统令”之后，蒋介石召见“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与“国防部副参谋总

长”彭孟缉，指示应将吴案作为重中之重，以此工作为“第一之第一”。宋美龄的外甥孔令杰当时在

美国协助蒋家搞外交，他认为对吴国桢应忍耐，以免影响对美外交。他劝蒋不必太依赖吴的罪证，

“外人对政府处治失意政客总认为政府依势欺人，虽其有贪污不法之确证，亦多不注意也”。而同

时，蒋对吴罪证的掌握也并不充分，虽经多方努力，吴在任时违法渎职之事，人证虽有，而物证

甚少。②

吴国桢在美国的言论引起多方关注，美国舆论对吴多持同情。原本对台湾当局言论亲善的

《霍华德京报》以吴之谈话为据，刊出《警告蒋总统》一文。由于吴国桢与美国朝野关系密切，此次

以“前台湾省主席”身份揭发蒋氏专制作为，抨击台湾不民主，其反宣传影响颇大，蒋介石甚为惶

恐，认为这是１９４４年以来共产党反宣传后“最猛烈之一次”，“如美政府对我政策不能坚定，则必重
蹈过去失败之覆辙”。③ 在台湾依赖美国援助谋求稳定发展与军事安全的情势下，吴国桢所为令蒋

不安。

吴案发生后，美国政府出于战略考虑，态度比较温和，并未附和与指责。而周以德（Ｗａｌｔｅｒ
Ｊｕｄｄ）等历来支持国民党的亲华派仍然站在台湾当局一边。这令蒋介石在担忧愤懑之余感到些许
欣慰。④

１９５４年４月５日，蒋考虑了两条方案：“犯而不校、示以宽大”；“依法起诉”吴之“违法渎职”罪
状，使其宣传无效。６日，经进一步考虑，蒋更倾向于“暂置不理”。因吴之宣传已“渐失效用”，若
此时起诉，反重新引起注意。而美国会尚未通过本年对台援助预算，此时行动恐影响国会决议；若

待７月之后再行起诉，美友会有更多谅解。⑤

而这时，吴已连续发表多封致蒋信函⑥，蒋以为其“更陷于蜗角穷境”，“不如任其狂呓使美国

迷信叛逆者自动悔悟”。９日，在召见谢冠生、林彬、黄少谷之后，蒋了解到吴案准备仍未充分，有力
证据不足，决定暂不起诉。⑦

看到美国政府并未受到舆论过多影响而改变对台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喧嚣舆论亦渐趋平静，

而吴开始表现出对自己不利的偏执，蒋决定对吴暂置不理，以免弄巧成拙。虽然搜集到的关于吴国

桢违法渎职情事可作为反击手段，减弱其宣传效应，但要待美援问题在美国会决定之后，观其变而

再作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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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１日、１３日、１５日、１７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９日、２０日上星期反省录。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８日、３月２５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４年３月３１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４年４月５日、６日。
４月３日，吴国桢再上“总统”书，希望蒋经国离台赴美，在大陆未“恢复”前，不必返台，以表明蒋介石无传子之心。见《陈

诚回忆录》，第２７５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４年４月７日、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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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对孙立人案

相较于对吴国桢高调舆论战而言，蒋介石对孙立人的处理似乎比较宽容和低调，用心颇为

辛苦。

孙为军事将领，蒋对他虽早有不满，但不得不施以一定怀柔。１９５４年初，蒋介石自记：“孙立人
之傲慢无视态度于今为烈，因防其恼羞成怒，不顾一切之行动可虑，当慰勉之。”蒋认为孙与美国顾

问过于亲密，他们对蒋经国在军中活动的抵制令蒋认为孙对其不忠。孙立人不但握有军权，还关涉

美援问题，蒋不得不投鼠忌器。直到６月，蒋介石对孙立人及各主要人事之方针甚费心力，决定
“再不能重外轻内，危害国家前途，故宁无军援亦所不顾也”。① 蒋决心架空孙立人，宁可以损失军

援为代价，孙立人被调任无实权的“总统府参军长”。

１９５４年１２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字。美国将协防的范围划定在台澎地区，不准备协防金
门、马祖，这与蒋意相悖。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间，美国曾为使国民党撤防大陈，而许诺以协防金门为条件。但后来背弃前约，
蒋介石曾与之力争，不得已妥协，撤退大陈。４月，当美国政府要派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Ａｒｔｈｕ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ａｄｆｏｒｄ）与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劳勃生（ＷａｌｔｅｒＳ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到台湾时，蒋介
石认为会要求撤退金马，于是决定直告，金马是“中国之灵魂”，台湾海峡是“中国一线之命脉”，美

国不能强求台湾“出卖灵魂与命脉”。蒋为此与雷、劳的交涉令其痛苦不堪。②

不可否认，对于不少美国人来说，蒋介石并不是理想的盟友。１９５５年５月，美国内部有人提议
以吴国桢、孙立人或胡适取代蒋。蒋获知，美国务院令其情报人员密查孙立人在军队中势力如何，

能否掌握陆军；吴国桢在除台湾人以外的中国人中有否拥护者。５月２８日，孙立人欲借阅兵发动
兵谏的情报被送至蒋手中，蒋自记：“今以此案之发生究竟有否关系，并无证据，但国际环境之险恶

已至相当程度，能不戒惧乎？”６月３日，俞国华报告其在美国所悉美中央情报局准备大肆利用台湾
与国内外中立派及反对派对蒋个人作诬蔑宣传，以为其重建傀儡政府之张本。蒋认为，此与最近孙

立人军训班之阴谋显然有关，当然亦为劳氏以蒋不顺从其放弃金马建议之第一步行动。几天后，孔

令杰又报告说，美当局或将因台湾不民主之指责，期以推翻蒋政权。接着，蒋获悉，美国务卿杜勒斯

（ＪｏｈｎＦｏｓｔｅｒＤｕｌｌｅｓ）致电蓝钦，欲保荐孙为参谋总长。③ 可以推断，孙案与此间种种传闻不无关系。
蒋获得美国方面对自己的不利消息，认为孙立人军训班与美国欲在台湾改朝换代的想法有关，对自

己造成了威胁。６月６日对阅兵现场的搜查、“兵谏”风声的放出以及随后的一系列行动，皆与蒋在
此时的戒备惊恐心理有关。

６月１９日，蒋介石拟见蓝钦，询问华府所盛传的美对台政策改变之意，并提到孙部谋叛败露
时，孙欲逃往美使馆，请求政治庇护之说。孙欲逃往美使馆的消息增加了蒋的不安。历代君王对于

“叛逆者”皆具宁可信其有的倾向，何况此时华府又有种种颠覆自己的传闻。这种情况下，蒋对孙

有了一份主观的判定，认为孙并不清白。同时，蒋认为，即便孙不是在美国的指使之下发动此事，至

少是“受美国之暗示久矣”。④

同时，蒋又认为孙被共产党“渗透”利用。６月２８日，蒋审阅郭廷亮等人供词，断定这一事件背
后有共产党因素。经一个月的调查，虽然所谓“共产党渗透”的证据并不充分，郭廷亮也未明确承

１７

①
②

③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４年１月９日、１１日，６月１９日上星期反省录。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５年２月５日上星期反省录、４月２０日。４月３０日上月反省录记道：“本周与劳勃生等谈话的

斗争实自卅五年与“马下儿”（马歇尔）激战以来最大一次之决斗。”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５年５月３０日上星期反省录、５月２８日，６月３日、８日、１０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５年６月１９日、３０日，５月３０日上月反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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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与共产党的关系，但蒋仍认定“此为一老共党员潜伏在孙之左右无疑”。从李鸿、陈鸣人等“匪

谍”口供中，蒋介石推断孙立人早已蓄意“通匪”，有心庇护“匪谍”。①

关于对孙处置方式与尺度，蒋介石曾征询蒋经国、张群、俞大维等人意见。“国防部长”俞大维

主张不加处分，仅以调职佯作信任。俞认为美国人不会相信台湾当局对孙案的说法，若此案公开，

徒贻共产党与反对派以口实，使之以为国民党军队内部为政工与派系之争而动摇已呈不能控制之

象。蒋介石认为俞“消极已极”，“此次叛变阴谋能事前扑灭而并未发生，乃是确能控制一切阴谋之

表示，何损威之有耶”？但俞的看法“亦有其见地”，此案处置应重加考虑，“终以不暴露公布为宜”，

在尚未反攻大陆以前，“无论对内对外对敌对友不能不极端慎重免乱大谋，尤不可授美国政府以口

实耳”。这是蒋介石对待吴国桢案与孙立人案不同之处。吴国桢在海外以言论攻击蒋氏专制，因

而蒋须高调反驳；而孙立人本人没有对台湾当局和蒋氏父子进行舆论攻击，相反，为免“美国及其

反蒋派引以为独裁之口实”，蒋介石需要对处理办法“慎重研究”，低调进行。②

７月５日，蒋认为应明告孙此案之经过供词、内中反党政口号之制造、郭廷亮“匪谍”与郑子
东父子之关系。准备“以不信孙会主谋此案之态度”，免予追究，但孙应告假反省悔过，不得再与

“匪谍”来往。孙可言行自由，不予拘束，但“对此案无论对任何人必须照此实情明告，不得另有

托词假言，否则自将公审”。９日，蒋又有这样的考虑：令孙告假离职，待罪悔过，但不开除其参
军长原缺，派员代理；使其与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祝同对调，使其与叛将（白崇禧）并

列；仍令其闭门思过，不得任意说话，“待其悔过自新以后另候任用”；江云锦自白书非至不得已

时再令其参阅，暂不说破为宜，保留余地。１５日，蒋再次写道，应让孙告假，专心读书修养。在此
之前，蒋对孙的处置问题考虑得相对宽大，主要的惩戒措施是让其告假反省，但还保留有一定职

位。但１６日，蒋的想法发生了变化，认为“应以公正事实为据，不能全以外人关系而置军心与纪
律于不顾”，于法于理，对孙至少应停职候查或候审，或免职查办，“以息公愤，而维军纪”。原因

是：

甲、此案为共匪早在国际上扬言台湾之渗透程度比所传者为更佳，是乃美政府在事前所获

得之情报，乙、此案人证与确据皆有事实，不得已时皆可公开，丙、此案主动乃为共匪渗透颠覆

而为我破获彻底，并未为共匪所算，孙不过是一被动盲从，故于政府之威信并无所损，丁、孙之

美友以事实俱在，不能为其抱不平洗冤，或以此反对我政府，戊、此在美人心目中以有证据之

事，而且为共匪所主动，不能认我为法息斯得（法西斯）也，己、现在美国不能放弃台湾，不能因

此停止援助。

虽然“对于利害与美国心理亦不能完全抹煞”，但蒋介石分析后认为，美国现在不能放弃台湾，不能

因此停止援助，而此事不致招致非议，且可平息孙之美友的反对之声。故决定施以惩戒，而不是佯

装不信，仅使之告假反省。至此，蒋介石确定了“停职候查”的处置办法，但决定不公开案情。２１
日，蒋介石以为对孙应仍以宽大之方针处之，可明告孙本人对本案内容并非出于本意。但此案重

大，若未提前制止，“则国家一线之命脉完全被其斩绝”，故应“自请处分，负责引咎，乃予以停职反

省以观后效处之”，如其不服则即照原拟方案，以“停职听候彻查”处之。③

２７

①
②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５年６月２８日、７月９日上星期反省录、８月３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５年６月２８日、３０日上月反省录、７月３０日上星期反省录。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５年７月５日、９日、１５日、１６日、１６日上星期反省录、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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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几番思考，蒋虽碍于美国关系，始终以较为宽大的原则考虑对孙的处置办法，但也明确对孙

应有惩戒措施，以安定内部，且这个宽大的尺度是有限的，并在几番考虑后又有紧缩和有限调整。

当时，美国对中共和苏俄有一定妥协之意，中美也在酝酿大使级会谈。６月间，蒋分析国际局势，认
为在俄共和平攻势之下，美英必欲使蒋放弃金门以达彼等“苟安求和之期望”。“惟有在我者，才是

可靠”。在处理孙案期间，蒋几度有“惟有在我”的类似表述。９月８日，蒋介石考虑“如何转移国
人无外援不能反攻之心理”，认为应该特别宣传西班牙与土耳其之经历，使民众不过分依赖美援。

１１日，与“外交部长”叶公超谈话，劝诫其对美援不必过于奢望，“美国外交如儿戏冷暖无常，不足
为奇，能否反攻，全在于自我也”。同时，“对联合国会员藉〔籍〕问题亦不必过于重视，当于其如侮

辱过甚，则随时可以自动退出也，并可明示英美以此意”。虽然在共和党刚刚获得大选胜利和上台

之初，蒋介石曾如释重负，以为几年来所受屈辱终于可以卸下，但随着形势发展，蒋看到“美国对华

政策其内容与前无异，而且其培植第三势力与对朱毛为狄托之幻梦至今更烈矣”，随而产生“若不

自强，何以复国”之念。① 两案期间，蒋介石不但有对“美国不会放弃台湾”这一判断更清楚的认

识，也有“惟有在我”这一心理的日益明确，这是蒋敢于拿掉吴与孙的心理基础。

为使孙立人伏罪，国民党高官轮番上阵。在陈诚与之谈话未果之后，叶公超、张群相继明告其

不可强辩、应自请处分之意。７月２８日，蒋接到孙立人报告，请求辞职候查，以求保全，但并不承认
自己“包藏匪谍，图谋不轨”。蒋认为他“既无丈夫气，亦无军人气”，“实为张学良之不如”。②

由于孙不肯承认包庇“通共”之人，８月２日，蒋介石准备监视孙，并将其侍从陈良瞷逮捕归案。
３日，陈良瞷亲笔写下自白书，证明王善从所供孙在去秋派其二人到蒋之草庐住所侦察地形、设计
包围之企图是实。蒋决定将此原件交孙审阅后再定最后处置办法。在黄伯度与孙立人谈话后，孙

承认郭廷亮及其军训班致成今日恶果之过，但仍不承认其主动谋乱之大罪。只是并不如过去之强

辩，只求保全赦免。蒋认为至此可告一段落，即照原定方针以停职（候处）彻查为第一步。③

５日，孙立人呈递自认罪嫌重大、请求保全与辞职候处、闭门思过之辞呈。美顾问因此事为台
湾当局内政，表示不愿过问。蒋本人仍顾虑重重：

甲、吴逆国桢对孙案免职查办时必在美作激烈反宣传，英国亦必助其宣传以引起美国舆论

对我不利之新潮，乙、孙之美友如麦唐纳及若干议员记者亦必怀疑对我攻讦，丙、政府亦必乘机

大事宣传，丁、对内部不致有何影响，戊、今孙既自呈其悔罪书，对此事发表不妨从缓……己、应

令孙自动宣布之办法，庚、此案应在八月内公布，不可在联合国大会时或在美国会明年召集时

发表也。④

２０日，“驻美大使”顾维钧与雷德福谈话，试探美方态度。雷说他十分敬重孙，丝毫不怀疑他的
忠诚，建议台湾当局组织的调查委员会不要将调查局限于孙对于屏东事件可能的动机，而是调查该

事件深层的原因以及对军队的影响。⑤ ２３日，美国驻台北“大使”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文指出，孙立
人一直以来被美国认可，如果在此事件上放弃孙，会被许多人视为对朋友不忠。孙始终与美合作，

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５年６月１２日，９月８日、１１日，１９５３年４月１８日上星期反省录。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５年７月２６日、３０日上星期反省录。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５年８月２日、４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５年８月６日。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ｃｔｉｎｇ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ｔｏｔｈｅＥｍｂａｓｓｙｉｎ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ｕｇ２７，１９５５，Ｇｌｅｎｎｏｎ，ＪｏｈｎＰ（ｅｄ），

ＦＲＵＳ，１９５５—１９５７，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ｅ，１９８６），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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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军援项目出力，在美国人看来，对他的指控几乎是难以置信的。① 虽然美国高官亨德森（Ｌｏｙ
Ｗ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表示美国在此事件上面不持官方立场②，但不难看出，美国官员大多信任、尊敬孙立
人，不相信台湾当局对他的指控。这也是蒋在孙案问题上颇费思量的一个原因。

吴国桢趁势进行反宣传和英国可能给予的奥援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美国舆论的不利倾向是蒋

尤为担心之点。吴国桢隔海高调对抗是蒋无力回转的，而在孙案方面蒋的态度决定事态发展，因而

蒋慎之又慎，“准备最为周到”。不仅谨慎考虑处理方法，且几次亲自修正孙案新闻稿，以求稳妥。③

顾维钧、蒋廷黻等在美国从事外交的官员提议组织孙案调查委员会，８月１５日，张群、黄少谷、
叶公超等人与蒋介石交谈，认为不可。因无此先例，且破坏军法系统。而蒋以为“总统府参军长”

涉嫌此案，责任关系重大，可特别组织调查会，由王宠惠等法律权威参加，可减少国际误解，故准予

设立调查会。④

孙案调查委员会成立后，意见分歧，工作不得要领。蒋对其加以指示，要求报告简明迅速，不必

过求深入，但应作精详之另一准备，以备不得已时公布其重要罪证之一部分。⑤

孙立人免职令发布后，台湾当局通知所有新闻媒体暂不发表任何有关报道⑥，并随即派人赴美

国解释和寻求谅解。沈昌焕带着郭廷亮和孙的其他五名部下的供词，还有一组在宪兵队秘密受审

时的供词，以及孙立人亲笔辞呈的复印件前往美国。孙在呈文中承认两点：他未能察觉郭的共党间

谍活动；他未能有效监督部下的动向和活动。顾维钧、沈昌焕等人积极活动，尽最大努力将事件的

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⑦

经一番努力，免职令未引起美国舆论激烈反应，这让蒋介石放松了一些审慎思虑的神经。在调

查会审问得不到满意结果时，蒋开始露出不耐烦情绪。９月１８日，蒋认为孙不会承认自己对此案
负有知情不报之责任，并将其归因于依恃美国而有恃无恐心理。这样的推断无形中激怒了蒋，为使

孙有“悔悟”表示，决定指示调查会审问的方式与态度应有改正，不可再照原定以友谊关系为主的

办法进行。当晚１２时醒后，蒋为孙立人“狡愚无知之言行”“辗转苦思”，决定调查会传审时，只令
宪兵正式护送。看各犯供词时，亦应改派军法局长正式监视，而不再派人以非正式之私人关系陪

送，使其感觉情势严重。如其再不悔改认罪，即将转入军法途径，不留余地。又于深夜电张群照此

进行。９月２１日，蒋约见张群、陈诚与黄少谷，详询审问孙立人情形。得知孙虽未狡赖强辩，亦未
否认六犯口供，但自辩其用心与作为皆出于忠贞而不承认有意叛变。调查委员会以为孙知情不报

之罪已可成立，无须再加追问。但蒋以为其供词答非所问，不能澄清真相。如果发表，则大众必以

为其真出于忠贞，会使舆论对其同情，而对自己不利。因此令调查继续进行，对孙每一答词应须有

事实之证明。彻底澄清无疑会在宣传中掌握主动，“至处治宽严则另一问题”。但事实上，调查并

不能做到每一答词都有事实证明。１０月初，调查委员会提交报告书，蒋认为对孙主谋叛乱部分未
能彻底查明，有避重就轻、为孙脱罪之意，但又认为此案惟有如此，无法继续深究。对于具体处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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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０日上星期反省录，１７日、１９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５年８月１５日。调查委员会由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

吴忠信等九人组成，陈诚任主任。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５５年９月５日。
《中央宣传指导小组第二十六次会议纪录》，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ＧｕｏＭｉｎＤａｎｇ，７３，Ｒｅｅｌ７．
《顾维钧回忆录》，第５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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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命令的办法，蒋介石又费了一番斟酌：如其处置太轻，一般将领未能心服；如依法惩治，则应免

官判刑，国际舆论又会掀起轩然大波。思量之下，蒋决定转告孙应将其报效诚意详述无遗，彻底反

省往日毁谤“政府”与“领袖”之言论，以及关于政工党务对美国顾问“自失体统之言行”，并检举平

时对其策划鼓惑之可疑“匪谍”，以便减免其罪。①

接着，孙案调查报告书与处理办法同时发表。蒋介石将此事设计为：孙立人因郭廷亮事件而自

请查处，“总统”念在孙立人“久历戎行，于抗战有功，准予自新，不再追究，交由国防部察考，以观后

效”。② 此处理办法之重点在最后二语，目的是限制孙出国。蒋自认对孙立人已算“犯而不校”，中

外舆论会认为宽大，无所异议；且其对此事已煞费苦心，再无其他办法。③

学界一般认为由于孙立人屡立战功，曾帮助蒋渡过难关，蒋才对孙“犯而不校”，仅施以软禁。

但笔者认为，蒋介石之“念旧”并不是对孙宽大的主要原因，蒋在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并未提及

孙的昔日战功。他所顾虑的主要是美国舆论及其可能影响到的美国对台政策，而非处理“有功之

臣”可能引发的后果。而且，蒋介石亦认为“对孙个人之精神上处治比之较军法从事更为难堪”，此

种处理办法，貌似宽大，实则并不宽大。

四、余论

吴国桢与孙立人在国民党退台之际，因美国看好而居要位。但他们的某些理念与当政者不同，

反与美国一致。这令蒋介石不安，不但将许多事情冠以“恃外自重”之名，更猜疑美国对他们的“不

忠”有所暗示。吴与孙有美国教育背景，其言行表现出与旁人的不同之处。但“骄矜”、“恃外”、

“心目无领袖”、“不知悔改”，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蒋的臆断。蒋似有一思维定式，对吴与孙的某些

推测难免带有成见。即便他们有“悔悟”表现，也不被认可。④ 从案前种种表现看，二人被排除在权

力核心之外，并非偶然，亦不意外。

在具体表现和处理方式上，两案有所不同。对于远在海外、鞭长莫及的吴国桢，多是舆论战，因

而重在对有利证据的建立，亦即吴违法乱纪罪证的搜集方面。蒋本欲指控吴国桢乃因违法渎职而

辞职，以反击吴对蒋氏不民主的宣传，但因证据不足，且经过一段时间后舆论渐息，决定不起诉。对

于在自己控制之下的孙立人，蒋则显得更为谨慎，恐处置不当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和美国的不利反

应，因而反复考虑，在不断的思量中处理尺度和具体方式也几经调整。为求稳妥，在军法系统中特

设调查会，并在削其职权后又为其开脱，以貌似宽大的方式施以软禁。

退台后，蒋介石要建立的是威权体制。日本学者若林正丈认为，孙立人、吴国桢的失势，宣示了

蒋介石强人威权体制在台湾逐步建立。⑤ 其实此种威权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国民党的改造中即已
出现⑥，而吴与孙的去职意味着时机成熟之际威权的强化。１９５２年共和党入主白宫，艾森豪威尔改
变了杜鲁门时期对台湾保持“一臂之遥”的政策，拉近与台关系，有意以条约形式加固盟友关系；并

改变对蒋的不信任态度，“放蒋出笼”。这就意味着吴、孙不再是争取美援的必要条件。即便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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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１９５３年４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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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冯琳《中国国民党在台改造研究（１９５０—１９５２）》第９章，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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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共和党也会持续、甚而扩展美援。随着美国对台态度日益明朗，美援大局稳定，吴与孙的自由

民主理念终不能为当政者继续包容。

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虽然台美关系更为巩固，但蒋与美之间某些矛盾在暗中激化，焦点之一即在共
同防御的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美国不主张协防金马，而蒋介石决心坚守。此外，美国阻止蒋

反攻大陆，虽解除台湾中立化禁令，实则限制更严；美国与中共开始官方会谈，并曾为朝战停火而在

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有动摇表现……如此种种，使蒋介石对美不满之意频频流露。吴与孙两案，不

但是蒋介石清除异己的行动，也是美蒋矛盾的体现，是蒋介石对美国底线的试探。之所以敢于试

探，乃因台湾政经已有一定基础，“不致如过去随时可任人宰割”。① 这是蒋敢于有限度忤逆美国意

愿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拿掉美国最为看好的两位高官毕竟关涉重大，蒋介石在此期间每行一步都要小心观

察媒体反应，仔细思量下一步如何进行才能尽可能减少舆论攻击，尽可能使自己看似更为有理。之

所以步步为营，是要避免掀起舆论风波，进而影响美国对台政策。自国民党败于中共，“中华民国”

在国际上的地位已失去法理基础。蒋不但需要美国协防台湾，需要美援发展军事和经济，更需要美

国帮助维持“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因此从打算免职开始，追究任职过失，搜集“罪证”，准备

足够材料以备需要时公布，这些都是蒋介石有意关注的细节；而处置尺度和程序步骤如何方显妥

当，也是令蒋煞费心思之事。蒋对吴、孙两人及两案记述之多，在其几十年日记中并不多见，足见蒋

对此的重视程度。

〔作者冯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００６〕
（责任编辑：谢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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